
李 怡

———再审中国新诗的诞生

摘 要 无论是文学史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赏式描绘，还是当下学界对“五四”的一些质疑，都倾向于将新诗

视为晚清以来一系列不完善的尝试的结果。事实上，新诗的创立并非一日之功，在不同阶段都留下丰富的探索成果，

成为“五四”以后现代新诗写作的资源。新诗的探索者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是始终存在着不同群体、不

同个人的努力，他们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这种总体“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总之，中国新诗是整

合多种书写语言资源的结果，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今天的新诗形态。

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

20世纪90年代初，郑敏对新诗史的回顾道出了近二十年来人们对新诗质疑的主要观点，

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反思“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五四”白话新诗与白话文学被批评

为充满了“口语迷信”，“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

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将元朝的白话文

拿来作为从理论文到诗歌的创作的文字，而且不容任何置疑，其本身的不符合革新精神，显而

易见，难道十三四世纪的口语就能完全胜任用以表达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①？郑敏提醒学

界注意语言本身的价值稳定性，重述文言文的文学意义，确有学术警醒意义。不过，“五四”新

诗是否真如倡导者胡适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②那么的“口语至上”？早期新诗的语言资源

究竟来自哪里？是否只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口语呢？

事实上，郑敏的批评包含了太多的误解，“五四”新文学绝非口语替代文言的产物，多种语

言的交融与冲突才是历史的事实。早期白话诗歌的探索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人们最终

震撼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冲击，逐渐熟悉了这样一种白话形态时，其实它已经凝结了数代中

国诗人不同方向的探索，其丰富内涵既不能为几个口号宣传者的策略性表述所概括，也不能

为一部分诗学理论所垄断。对此，胡适本人有清醒的意识，他曾借用陈独秀的话表示：“常有人

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

本文为教育部省部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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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

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③

无论是文学史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赏式描绘，还是郑敏的深刻质疑，都倾向于将“五

四”新诗的诞生当作一系列不完善，甚至是失败的努力之后的最后“果实”，并在不断否定晚清

民初的艺术之路的基础上肯定胡适等人开创的白话新诗。不过需要提出的是，新诗的创立并

非一日之功，逐渐成为其书写语言的既有传统古诗、骚体、词曲以及古典白话诗，又有翻译体

的挪用，还有对民间歌谣、歌词的借鉴。新诗的探索者也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

是一直存在着试图变革汉语诗歌的不同群体、无数诗人，他们共同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

正是这种总体的“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构成未来新诗自我演进的资源，并在

适当的时候再一次发动、生长。中国新诗不是某一种力量自我运行的结果，从开始就存在着多

种语言的生长，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人们后来看到的新诗形态。

一

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指出：“语言学家应当毫无偏见地观察一切言语形式。语言学家的任

务，有一部分就是查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说话的人们赞许或非难某个形式，而且对于每一个

具体形式都要查明为什么会有人赞许或非难。”④对文学史上语言问题的观察，也需要如此，针

对每一个具体的文学语言形态都应当查明它们各自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将“最近”的某些现

象当作历史的必然。

语言的生长是一个在时间中发酵的过程，不同的语言追求会留下不同的印记，发挥不同

的功能，历史研究就是要辨析出这些“曾经”的元素，而不是只盯住历史高潮中的少数作品，将

翻天覆地的理由都交付给那些文学的“少数”。无论是胡适，还是郭沫若，其实都不过是历史变

迁中的个案，他们只能代表历史行进大潮中的个人选择。过分强调诗歌史如何由粗糙、失败的

晚清民初不断“进步”到胡适、郭沫若的“五四”而大功告成，这种进化论式的思维太过简单，忽

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任何创作者的思维都是全方位向世界打开的，不会也不可能只以“最近”

的文学样式为榜样，仅仅将自己的语言资源限定在时间的左邻右舍中。也就是说，在走出传统

诗歌模式的探索中，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可能在不同方向上构成对写作的启迪。要总结开创

新诗的语言资源，必须将晚清、民初、“五四”当作一个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的“整体”，分别

清理不同的努力所留下的艺术启示，否则就难以解释这样的现象：胡适也好，郭沫若也罢，他

们的诗歌形态并不能规范此前此后的中国新诗，早期白话新诗的路径从来都是多方向的，它

们呈现出来的艺术样态也差异极大。“五四”时期，诗人李金发认为“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

成为无治状态”⑤。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言文的地位都还是举足轻重的。何兆武回

忆说：“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

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写的。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用文言，

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⑥

中国新诗的写作从来不是因为有了“新派诗”就抛弃了“新学诗”，也不是因为“翻译体”的

出现就否定了“旧瓶装新酒”，不会因为“欧化白话”的成熟就完全放弃了“古典白话”，甚至也

不因为新诗的定型而丧失了学习传统诗词模式的可能。这一特点，仅仅从“新诗”这一概念的

兴起和发展就可以见出端倪。在今天，新诗理所当然被视作白话的、自由的现代诗歌样式。但

实际上，从晚清到“五四”，曾经有过太多新的诗体样式，它们都被称为新诗，胡适所谈的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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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只不过是诸多“新诗”中的一种。

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新诗在中国古代指新的诗歌作品，并没有思想创新或文体变革之意，

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陶渊明《移居》之二），“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杜

甫《解闷十二首》之七）等。第一次赋予新诗变革意义的是谭嗣同、夏曾佑与梁启超等人。1896

至1897年间，他们聚会作诗，尝试在“新诗”之名目下突破传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

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

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

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⑦在这里，“新”之所以超越一般的写作行为而指向思潮、文体的

变革，乃是因为它已居于一个宏阔的文化背景：与“旧”相对。“新诗”背后是蓬勃兴起的“新

学”，新、旧两种思想文化体系的分道扬镳由此展开。虽然，谭、夏、梁三人刻意展现的“新学”知

识在诗歌中佶屈聱牙，影响了艺术的接受与传播，造成“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⑧的现

象。不过，完全以失败视之却并不准确，因为新与旧的对抗正是后来现代新诗创立的根本，有

学者指出：“新学诗，又是当时精神解放和新学思潮的产物，是出于以诗来表现最初的思想觉

醒而进行的一种尝试，蕴含着一种新的诗歌创作主张：诗应该表现新学理、新理想、新的宇宙

观和人生观。”⑨让“五四”新诗理直气壮起来的就是这种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朱自清断言：“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

先生。”⑩所谓“新的出路”指的是在中国固有的诗歌体式中采用新的概念和术语，例如“纲伦惨

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谭嗣同《金陵听说法》）。“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不过开了头，

至1915年9月17日夜，引发争论并迫使胡适走向新诗革命的作品《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也有

类似的表达：“但祝天生几牛敦，还乞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更无谁

某妇无裈，乃练熊罴百万军。谁其帅之拿破仑，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輥輯訛全诗三章

共四百二十字，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今人常强调胡适投身白话诗运动与美国意象派诗

歌的渊源，殊不知在当初，以什么样的“新”来破“旧”，胡适的尝试还是取自谭嗣同、夏曾佑、梁

启超的尝试，至少在起点上，胡适的“五四”新诗与晚清之新诗并无不同。当然，起点近似并不

等于结果一致。就像后来的《尝试集》本身的混杂一样，胡适的白话新诗也蕴含着多种“新诗”

理想，从清季的北京城到美国的绮色佳（伊萨卡），混杂着“佛、孔、耶三教之经”的“新知识”和

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都不缺少輥輰訛，中国早期新诗的多重思想资源与语言资源的特质可见一斑。

二

不仅是革新中国诗歌的初衷，就是后来关于诗歌写作的各种设想，晚清民初的诗歌变革

也预示了创立现代新诗的不同方向。在“五四”新诗的演变史上，这些设想始终交错在一起，彼

此驳诘、砥砺，成为“五四”以及以后的人们借鉴取法的对象。继“新学诗”之后，新诗的另一个

尝试是黄遵宪的“新派诗”。虽然他的创作尝试早于谭嗣同、夏曾佑与梁启超诸人，但提出名目

却是在1897年。《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輥輱訛较之于

谭、夏、梁，黄遵宪的外交官身份赋予他更宽广的世界视野，《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一诗显

示，“新派诗”的倡导起码基于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世变群龙见首时”，二是“文章巨蟹横行

日”。前者是谈列强环伺、群雄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后者则描述了中国人面对的语言文化环

境———拼音文字的语言世界（横向书写的文字犹如巨蟹行走）。这里对传统汉语诗歌介入现代

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再审中国新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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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后的遭遇的真切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诗歌的历史。可

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跳出这样的视野和命运。

黄遵宪的新派诗写出了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奇感受。目光挑剔的钱

钟书对这类“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作表示不满，谓“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輥輲訛。其

实，新鲜的感受本身就已经暗含了“理致”的变异。当《今别离》描绘着新时代的风物与时空感

受，当《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展示着国际性的人际关系，当《病中纪梦述寄梁任公》表达着

“无复容帝制”的“廿世纪”梦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文明世界，要在这样的

世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重新打量过去，调整自己的法则。《杂感》则提出认识俗语的问题：“即

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輥輳訛在文言书写的时代，能够如此富有历史眼

光地反省“俗语”，并对当下的语言秩序提出质疑，已经足以启发人们进一步追问：究竟文学的

书写语言还有哪些可能？由此出发，通达“五四”文学语言革命的道路就展开了。

胡适在欧化诗风的召唤下不满于黄遵宪的“旧风格”，声称：“这种‘新诗’，用旧风格写极

浅近的新意思，可以代表当日的一个趋向；但平心说来，这种诗并不算得好诗。”輥輴訛但这却不能

代表“五四”诗坛的共识。同样是早期新诗运动的参与者，周作人却盛赞黄遵宪是“开中国新诗

之先河”輥輵訛。胡怀琛承袭黄遵宪的诗歌路径，甚至高举“新派诗”的大旗，还自告奋勇地替《尝试

集》改诗，形成新诗创作的另一种取向。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挑剔未必都有说服力，他自己的

《大江集》也不能成为白话诗之“模范”，不过新诗人并不都认同胡适的创作道路却是事实，否

则，胡适也不会很快被宣判为新诗的“罪人”輥輶訛，而“旧风格”———唐风宋韵———的魅力则从新月

派、象征派、现代派一路绵延发展，从未衰歇。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而黄遵宪就是这一“革

命”最杰出的代表。朱自清认为，“诗界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

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輥輷訛。如果我们能够更宽厚地看待历史，不将“五四”白话新诗与

黄遵宪“新派诗”的差异当作“诗界革命”“失败”的标志，就能发现其实中国新诗面对的许多问

题，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言与文的关系等，早已被黄遵宪意识到了。换

句话说，“五四”新诗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五四”才出现的，也不是“五四”诗人天才般

揭示出来的，他们事实上还重复着黄遵宪的话题。

黄遵宪不仅代表了“诗界革命”的最高水平，为我们揭示出创立新诗的代表性问题———新

理想与旧风格的辩证关系，而且还探索了如何借助声音来促进诗歌革新的途径，这同样是中

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古代诗歌的停滞体现为格律的固定和僵化，也就是诗歌音乐

性（声音）的降低。要实现对这一板滞的音乐模式的突破，就亟须引入别的旋律和声音。黄遵宪

晚年致力于诗体改革，有所谓“杂歌谣”“新体诗”的设想，这里涉及借助民间歌谣的语言更新

诗歌语言的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利用歌曲填词探索新的诗歌旋律，写下了《出军歌》《军

中歌》《旋军歌》等，在人们熟悉的古典诗歌格律外另辟新境。这样的探索虽说也是走在词曲之

于传统诗歌体式发展这一故辙上，但由此激活创造的可能，在中国诗歌发生现代转换的过程

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黄遵宪的示范，加上新式学堂中音乐教育的发展，晚清民初流行起了

学堂乐歌，这有助于恢复古代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旧体诗格律的束

缚。以黄遵宪为先驱，经过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的努力，学堂乐歌的创作达到了高潮。

1920年5月，叶伯和的《诗歌集》出版，这是新诗史上的第二本个人白话诗集，仅比《尝试集》晚

了两个月。该书分作“诗集”与“歌集”，后者就收入大量学堂乐歌。

对音乐性的征用，或从民间歌谣中寻觅可能，或利用歌词的节奏来探索诗的韵律，这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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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民初形成共识。前者有“诗界革命”之“新体诗”的倡导，至“五四”时代尚有吴芳吉的新探；后

者则吸引了大量诗人和音乐界人士，形成了现代新诗史上于胡适、郭沫若等自由诗之外的另

一种重要思路。朱自清曾指出：“照诗的发展旧路，新诗该出于歌谣……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輦輮訛认真说来，“不取法于歌谣”的主要还是胡适、郭沫若等人的

自由诗，但歌谣及其背后的音乐性问题从来都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力量，不用说在晚清民初的

转换时代曾发挥重要作用輦輯訛，就是朱自清也会在20世纪40年代旧话重提：“我们主张新诗不妨

取法歌谣。”輦輰訛

胡适提出的“八事”主张，强调废除格律，倡导自然音节，问题是，什么是自然音节，又如何

在自然音节中传达诗歌的声音追求，却并不是简单的事。即便对新文学理解深刻的鲁迅也认

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

顺口就好。”輦輱訛这样一来，对诗歌声音的探索，或者说寻觅新的音乐性来推进诗歌建设就成了中

国新诗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诗人不可能受制于胡适的自然音节说，他们尽可以越过胡

适，上接黄遵宪等“传统文人”的志趣。事实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就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

交织伸张，在不同的时代生长着不同的需求，不同诗歌理想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三

从晚清至“五四”，所有这些创立新诗的诉求之所以能够交错并存，而不是以胡适等人的

创作实践为唯一的方向，其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每一轮新诗探求都揭示了诗歌变革的某些关

键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真正的解决，因而也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遗忘。

虽然这些探求各有不同，但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后来者可以另辟蹊径，却不能代替前人解答

问题。最终，历史一方面在开拓前行，另一方面也在积攒几代诗人的探索成果，成为中国新诗

创生和发展的共同财富。只有读懂了这种创生资源的多元性，我们才能理解中国新诗探索之

艰难、思虑之广博，而不再以某一时期、某一取向的表现来以偏概全。

中国新诗创生资源的多元性来自走出传统的多种努力。如何走出日益封闭、衰竭的古典

诗歌，在左冲右突中寻觅艺术创生的资源可以说是晚清以降中国诗人的共同选择。在农耕文

明中生成的中国古典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文明的封闭性，因而在作为诗歌灵感的文

明资源被发掘殆尽之际，会出现艺术发展停滞不前的窘境。这绝非新文化人的偏见，而是古往

今来的创作界与学术界的共识，差异仅在于将最终停滞的时间确定在哪里。鲁迅有过著名的

判断：“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

手。”輦輲訛闻一多则认为：“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輦輳訛当代学者

启功也将下限确定在宋代，他形象地指出：“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

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輦輴訛在这些现当代学人之前，古代知识分子也不乏类似的感

受。叶燮就指出：“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

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

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輦輵訛与新诗概念诞生、“诗界革命”展开同时代的诗坛大家陈三立、易

顺鼎也有过深切的感叹：“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吾辈生于古人后，事事皆落古

人之窠臼。”輦輶訛同样处在近现代转折之际的吴芳吉也说：“吾国之诗，虽包罗宏富，然自少数人

外，颇病雷同。贪生怕死，叹老嗟卑，一也。吟风弄月，使酒狎倡，二也。疏懒兀傲，遁世逃禅，三

也。赠人咏物，考据应酬，四也。”輦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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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衰歇有年，并非直到“五四”才出现，当然更不是胡适等人破坏的结果。郑敏

将“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这样严

重的后果认定为胡适、陈独秀的“数典忘祖”輧輮訛，仿佛没有了“五四”运动的偏激反叛，中国诗歌

就可以继续沿袭几千年的辉煌，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事实上，艺术的衰落既非少数历史人物

所能造成，也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挽回，中国诗歌的振兴需要几代诗人前赴后继的持续

探索。概括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起码有以下几个：诗歌如何从重复的主题中获

得新意？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如何从日益僵化的韵律中恢复动人的音乐性？除了传统的艺

术趣味和境界，它还有没有新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其实也需要一个过程。从晚清到

“五四”，无论诗人的表述如何，旗号怎样，最后的思考还要落实到对语言资源的打磨和筛选

上，而其他问题也还得透过语言的处理获得解决。

鲁迅断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里道出的是立意求新之难。不过在实际写

作中，求新之难常体现在被高度成熟以致“套路化”的语言形式所束缚。当诗歌写作已经高度

模式化的时候，能够自由差遣的新鲜语言其实正日益减少。正如刘纳的分析：“两千年诗歌经

验的积累使熟烂的形式本身就具备了很高水平，这一方面使写诗成为一件很客（容）易的事，

稍具悟性的文人便可以巧翻成意成句，作文字游戏和意象游戏，另一方面，形式的熟烂又使得

诗的创意无比艰难。中国诗早已熟烂到这种程度，仅以它的形式本身，便几乎足以能够销熔一

切可能超越古人的诗意和诗境。”輧輯訛胡适要求诗人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这在中国诗歌的

写作中绝对是高难度的事。雅言传统、语言模式的套路化将大量原本鲜活的日常语言排斥在

写作之外。明白了这一尴尬，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早的新诗探索是从扩大语言仓库入手

的，谭嗣同、夏曾佑与梁启超取于佛、孔、耶经典的语汇虽然生僻，但确实补充了早已枯竭的诗

歌语言资源。鉴于中国诗歌确实需要补充更多的语言，所以从晚清到“五四”，不断突破雅言的

束缚，寻找更多的语言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生僻的宗教语汇可以纳入，外语音译当然也可

以纳入，到“五四”时期，外语单词也进入了中国诗歌，这都是同一诉求的不断推进而已。当郭

沫若的《天狗》中出现“Energy”，《无烟煤》中标列“Stendhal”“Henri Beyle”时，让人很自然就想

到了“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看来，谭嗣同、夏曾佑与梁启超当年的探索并没有

那么可笑，也不能被轻易否定，它已经潜沉为一种新的思路。

更引人注目的还是“五四”对白话的强调，这当然也是扩大语言资源的努力。在中国诗歌

的雅言传统中，虽然也存在白话诗，但后者从来没有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它们的存在基本上

都有特殊的理由（如诗僧方便“说法”）。近代以来对白话的日益重视开始为诗歌语言之库敞开

大门，直到“五四”达到鼎盛。我们可以读到诗人借鉴西方文艺复兴“言文一致”的种种说辞，但

归根到底，“言文一致”的动机还是来自中国诗歌内部，是为扩大日益枯竭的诗歌语言而采取

的措施。与书面语相比，直接源于现实生活的口语更具灵活性，因而也更能传递新鲜的人生感

受，较之高度封闭的文言文，纳入口语元素的白话文在当时显示了更多的创造性，所以青睐白

话的就不仅是“西化派”的胡适，也包括“传统派”的胡怀琛、吴芳吉，继承传统与使用白话本来

就不是对立项。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并非口语本身，所谓白话文其实还是书面语的一种，只不过较之文言

文，它在当时更具新鲜感和生命力。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是为中国诗歌灌

注创造的活力，不能说他们都是“口语至上”者。这不过是特定转折关头的选择，不能据此断定

口语成为现代新诗的唯一选择。康白情早在1920年3月就提出：“新诗并不就是指白话诗。”輧輰訛朱

自清也表示：“什么叫‘白话’？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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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輧輱訛朱光潜在《诗论》中更是认为：“以文字的古今定文字的死活，是提倡白话者的偏见。散在

字典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死的；嵌在有生命的谈话或诗文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

为今，都是活的。”輧輲訛

在“五四”以后的诗歌史上，其他书面语（包括文言文）依然对创作者充满魅力，成为他们

选择的对象。“‘写的语言’常有不肯放弃陈规的倾向，这是一种毛病，也是一种方便。它是一种

毛病，因为它容易僵硬化，失去语言的活性；它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它在流动变化中抓住一个

固定的基础。在历史上有人看重这种毛病，也有人看重这种方便。”輧輳訛从中国新诗发展历程来

看，一会儿是书面语的继续强化以至僵化（如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现代派诗歌），一会儿又是

加强口语的呼声再起（如40年代及90年代），书面语与口语的消长前行成了中国新诗的常态。

外国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创立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思想的展示外，汉语在传达

异域感受的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以口语为基础的舒卷自如的句式。这种

欧化白话（朱自清称作“新白话”）的出现将传统白话推进到新的阶段，不仅容纳了口语，而且

还充满了思辨性和逻辑性。欧化白话的成熟进一步让中国新诗的写作不至于落入“口语至上”

的陷阱，它召唤的其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代书面语。用朱自清的话来说就是：“新诗的白话

跟白话一样，并不全合于口语，而且多少趋向欧化或现代化。”輧輴訛

从语言资源的扩展入手寻觅新的表达的可能，这样的诗学追求充满着实践品格，古今中外

的语言资源都能成为挑选的对象，并没有真正的现代与传统或白话与文言的对立。刘纳的研究

早就证明，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并不以古典文学为否定对象，它们所要挑战的不过是同时代那

些冥顽不化、不思进取的文学创作倾向輧輵訛。即便如此，他们那些激进的表达也很快就遭到同代人

的反对，胡怀琛就批评《尝试集》“解放得太过了，太容易做了。所以弄成满中国是新体诗人，却

没有几个好的，他的结果反被旧式的诗人笑话，岂不是糟了么？”輧輶訛新月派的闻一多、徐志摩从理

论到实践都不脱白话与文言的结合。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梁宗岱，还在批评胡适的用语之偏

颇：“和历史上的一切文艺运动一样，我们新诗底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种革命……所以新诗

底发动和当时底理论或口号，———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

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

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輧輷訛

此外，就是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也还是犹犹豫豫、不断调整的。陈独秀举起革

命大旗，却留下了不少传统文学的例证，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

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

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

然可观者”輨輮訛。胡适大力倡导白话，却也承认自己对文言的保留，他告诉钱玄同：“先生论吾所作

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

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

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輨輯訛总之，在“五四”前后，中国现代诗坛的诉求一以贯之：如何走

出古典的封闭，在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中寻找新机，寻找新的融合创生的可能。

旧格局一旦解体，诗歌创生的新机也可能包含在传统诗歌的内部。前引朱自清的话，“照

诗的发展旧路，新诗该出于歌谣”，这里的“旧路”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相对封闭的文化语境

中努力调动内部资源、借助民间元素激活文人写作的惯常方式。晚清以降，从黄遵宪“杂歌谣”

“新体诗”到吴芳吉、刘半农摹写地方歌谣，这样的思路依然清晰。类似的动向还包括所谓“反

传统的传统”问题。在中国古典诗歌内部，当成熟的唐诗构成了一种写作障碍，刻意“反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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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宋诗便出现了，这就是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取向。在晚清诗坛，所谓的保守派以宋诗派为

主体，这其实也反映出创作上自我更新的企图。有意思的是，胡适也深受宋诗的影响：“最近几

十年来，大家爱谈宋诗，爱学宋诗。但是没有一个能明明白白的说出宋诗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

方。依我看来，宋诗的特别性质全在他的白话化。换句话说，宋人的诗的好处是用说话的口气

来做诗；全在做诗如说话。”輨輰訛“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词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

文’。”輨輱訛这说明无论什么派别，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创新的必要，不同在于，胡适以文为诗

的思路最终又连接上外国诗歌的现代理性精神，从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出现。不过，西方诗歌

之所以能够产生有效的推动力，也是因为它连接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革新路径，顺畅地完成了

中西诗学的有效对话。

在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问题上，主张自然音节的胡适仅仅代表了一种方案，相应地，从晚清

到现代，始终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考虑：对于诗歌音乐性的再构造。不同设计的区别并不是守旧

与进步或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分歧，而是不同诗家对诗歌内在魅力的不同认知，最终，这两种思

路和主张都在现代诗史中交错生长，不断争论，这似乎正是对新诗发生来自多种语言资源的

形象的证明。一方面，随着书写方式特别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古代诗歌那种在吟诵中接受的模

式不再流行，默读逐渐成为新的阅读习惯，中国诗歌开始走上一条以书面阅读为主导的传播

道路。这样一来，与传统诗歌常见的吟诵场景相比较，声音的意义无疑下降了。这就鼓励了诗

人接受欧美现代诗歌的自由体形式。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只有诗歌的语言形态最

直接地应和着生命的节律，给人以沟通与共振的快感，这是一般叙事文体难以实现的。朱光潜

的描述很精彩：“有规律的音调继续到相当时间，常有催眠作用，《摇床歌》是极端的实例。一般

诗歌虽不必尽能催眠，至少也可以把所写的意境和尘俗间许多实用的联想隔开，使它成为独

立自足的世界。”輨輲訛因此，尽管新诗完成了传播方式的巨大转变，但诗歌这种根深蒂固的审美潜

能还在执著地影响着我们，让读者心存期待，让写作者难以释怀。中国近体诗的格律以及词曲

的节奏曾有效地传达过动人心魄的音乐感，但又随着样式的成熟而流于固定，反而对后来者

形成难以跳脱的束缚。晚清民初增加诗韵、增多诗体蔚然成风，说明许多诗人不能忘怀于诗的

音乐魅力，努力于新诗韵的建设。在后来的中国新诗史上，也不断有人醉心于音节、音组、音尺

及现代格律的探索，一如鲁迅在致《新诗歌》编辑窦隐夫的信中所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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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供人们继续争论。但是争论本身并不是艺术的困境，它恰恰昭示了新诗未来的多种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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